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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协定的网络效应

与国内气候治理行动∗

谢蒙莹

　 　 【内容提要】 尽管环境治理与气候变化是两个紧密关联的议题领域, 但是鲜有

研究关注加入国际环境协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国家层面的气候治理进程。 作者基于关

系网络的视角, 重点考察了国家在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的嵌入性对其国内气候治理行

动的影响。 一方面, 国家在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的嵌入性程度越深, 环境与气候两个

关联领域之间治理经验与知识的迁移越容易实现, 从而有助于推动该国国内的气候治

理进程; 另一方面, 如果国家内部已经存在可替代的治理经验与知识来源渠道, 国际

环境协定网络的边际影响则会降低。 利用 190 个国家 1990—2021 年的面板数据和多种

统计分析方法, 作者发现国际环境协定网络嵌入性程度越深的国家, 越有可能出台更

多的国内气候政策和法律; 但是, 当一国国内存在发达的环境非政府组织并能为其提

供相关的知识和信息时, 这种嵌入性对其国内气候治理行动的影响则会相对减弱。 因

此, 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与国际环境协定网络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专业知识和经验方

面存在替代关系, 而非普遍认为的互补关系。 这一发现为理解国际环境协定有效性以

及国际与国内气候环境治理进程之间的互动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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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气候变化是当前全球治理中备受关注的议题之一。 近年来, 各国在气候变化领

域开展的治理行动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截至 2023 年年底, 全球已累计出台 4000 余

项国家层面的气候政策或立法。① 其中, 英国、 法国和巴西等国都是积极践行气候

承诺并在本国推进气候行动的先锋者, 俄罗斯和马来西亚等国的行动则相对缓慢。

针对各国国内气候治理进程上的差异性, 既有研究基于国际政治或国内政治的角度,

产生了政党政治、② 政策扩散、③ 政治制度、④ 认知演化⑤以及国家气候脆弱性⑥等理

解全球气候行动的理论研究视角。

既有研究已对国家气候治理进程的差异性进行了多维度探讨, 但关于国家加

入国际环境协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该国国内气候行动的讨论尚不充分。 一方面,

环境与气候是两个紧密关联的议题领域, 国际环境协定涉及能源、 污染和生物多

样性等子议题, 环境问题的解决会影响温室气体的排放水平以及生态系统对其的

吸收能力, 进而间接支持气候目标的实现。 例如, 保护森林不仅能遏制生物多样

性丧失, 还有助于提升碳汇能力, 而治理空气污染也能通过限制化石燃料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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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此外, 国际环境协定也涉及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诸多子议

题。① 因此, 环境领域的治理行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的治理

表现。

另一方面, 主权国家之间签署国际环境协定是应对全球环境和气候变化挑战的

重要方式之一。② 迄今为止, 全球已达成 3700 余项涉及污染和能源等不同议题领域

的双边或多边环境协定。 其中, 1972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和 1992 年联合国环境

与发展会议代表了国际环境协定签署的两个高峰期。③ 一些环境协定通过设定具体

目标与传播国际规范向参与方施压, 促使其重视环境气候议题并履行国际义务。 同

时, 通过加入环境协定, 一国也可以与其他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促进技术和经验交

流, 从而推动国内政策创新。

那么积极加入国际环境协定的国家是否会在国内层面展现同样的政策积极性?

例如, 中国和加拿大等国都是国际环境协定的积极参与方, 同时也在推进本国国内

气候政策和法律的出台。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俄罗斯虽然加入了 4700 余项国际

双边环境协定,④ 但在出台国内气候政策和法律方面严重滞后。 那么该如何解释为

什么一些加入国际环境协定的国家会出台更多的国内气候政策或法律, 而另一些国

家却没有这样做? 本文认为, 加入国际环境协定是影响一国国内气候治理进程的重

要因素之一。 作为国际机制的一种具体呈现形式, 国际环境协定能在多大程度上影

响参与方的国内行为, 本质上涉及国际机制的有效性。 通过参与国际环境协定, 国

家可能改变国内立法或行政程序以更好地践行国际承诺。⑤ 因此, 本文关注加入国

际环境协定与国家内部气候行动之间的联系, 探究国际环境合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

影响一国国内气候政策或立法的出台。 以此为切入点, 本文在实证上进一步检验加

入国际环境协定是否会对国家出台气候政策或立法产生影响。

本文认为, 国际环境协定不能被孤立对待。 一个国家可能与 (多个) 不同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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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 (多个) 协定, 由于存在共同的国际协定签署方, 不同的国际环境协定之间构

成了一个国际环境协定网络, 国家之间也由此建立了网络联系。 因此, 不同于既有

研究聚焦单一国际环境协定的有效性,① 本文基于关系网络 ( relational network) 的

视角, 考察国家在国际环境协定中的嵌入性 (embeddedness)② 对其国内气候治理进

程的影响。 本文认为, 国家在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的嵌入性可以为其开展国内气候

治理提供重要的信息和知识渠道。 嵌入性程度越深, 环境与气候两个关联领域之间

治理经验与知识的迁移越容易实现, 进而有助于推动国家的国内气候治理进程。 然

而, 如果国家内部已经存在可替代的治理经验与知识来源渠道, 国际环境协定网络

的边际影响就会降低。

本文基于 1990—2021 年的跨国面板数据, 利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 ( zero-

inflated negative binomial model) 等统计方法对上述理论观点进行检验。 分析结果表

明, 国际环境协定网络嵌入性程度越深的国家, 越有可能出台更多的国内气候立法

或政策。 由于气候变化问题具有高度复杂性、 议题捆绑性和影响结果的不确定性,

政策制定者在出台气候政策或立法时通常会面临较高的成本。 在这种背景下, 决策

者如何理解特定议题不仅影响其对自身利益的界定, 还会决定其行动范围和政策选

择的方向。 当一国在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的嵌入性程度较深时, 与其他国家的互动

有助于增强其获取资源和共享信息的能力,③ 促进气候与环境两个关联领域之间治

理经验和专业知识的迁移, 进而影响决策者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 提升该国的气

候治理能力。 与此同时, 一国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 (NGOs) 作为本土知识的重要来

源, 其发达程度会对国际环境协定的网络效应施加 “有条件的影响”。 一国国内环

境非政府组织的发达程度越高, 国际环境协定网络嵌入性程度对该国气候治理行动

的影响则越弱。 因此, 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专业知识和经验方面, 国际知识渠道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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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本土知识渠道之间存在替代关系, 而非普遍认为的互补关系。 上述理论和实证

发现对于深入理解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互动以及揭示环境治理与气候治理之间的

关联具有重要启示。

二、 国际协定影响国内政策制定的既有解释

影响一国国内气候治理进程的因素复杂多元, 但既有研究较少从国际环境协

定的视角探究其对国内气候治理行动的影响。 国际环境协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一

国国内气候政策或立法的出台涉及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互动, 既有研究主要从

国际机制的有效性 ( regime effectiveness) 这一视角做出了回应。① 国际协定作为国

际机制形式之一, 能够对参与方行为施加一定影响,② 而有效性涉及问题解决、 目

标达成以及行为变化等不同维度。③ 其中, 虽然出台相应的政策或法律是对是否存

在有效性最低限度的衡量, 但却是实现改变国家行为或对环境和社会变革产生长期

影响等其他形式有效性的先决条件。④ 既有研究关于参与国际协定能在多大程度上

影响一国国内政策制定存在较大争议, 其具体效果往往受到一系列国际和国内因

素的影响。⑤

一方面, 有学者对国际协定在影响国内政策方面的作用持较为积极的态度。 首

先, 国际协定的法律约束性会对国家行为产生规范和引导作用。 通过制定具有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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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承诺或依赖能力建设、 透明度提升等管理机制,① 国际协定要求参与方在具体

行动上遵循相关规定, 促使其采取符合协定要求的政策或措施以实现既定目标。 当

国际协定具有较强的执行能力时, 这种法律约束性会通过责任追究机制等方式促使

国家逐步向国际协定的目标靠拢。 同时, 在适当性逻辑 ( logic of appropriateness) 的

影响下, 参与方的行为会受到社会规范和身份认同的影响, 从而采取符合社会期望

的行为。② 国际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也可通过跨国倡议网络扩散相关规范,③ 促使国

家更好地予以遵守。

其次, 国际协定的机制设计特点也会影响其作用效果。 研究发现, 一些国际环

境协定具有灵活性的机制设计, 通过提升适应能力、 增强决策灵活性和提供自主权

等方式, 帮助参与方有效应对外部变化和调整政策, 从而以更加高效和可持续的方

式实现既定目标。④ 例如, 国际河流条约中的信息交换和执行机制在减少军事冲突、

提升各方对达成协议的遵守度方面具有积极作用。⑤ 一些国际协定也通过建立附属

机构或与外部独立组织合作, 为具体条款的实施提供相关的科学或技术信息,⑥ 以

更好地推进国际协定相关内容的落地。

另一方面, 也有学者认为加入国际协定不一定能改变国内政策, 其有效性还取

决于议题属性、 国内政治制度和国际背景等因素。 首先, 由于部分国际协定对于参

与方并不具有较强的约束力, 各国在实际执行过程中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加入

国际协定本身是一种自愿行为, 不同议题领域的国际协定对成员方履约义务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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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差异很大。① 即使是同一个国际协定, 也会因为参与方身份的不同而对其行为产

生差异化影响。 以 《京都议定书》 为例, 在其签署后的几年里, 附件一国家的立法

活动明显多于非附件一国家,② 可见该协定对于具有约束性条约义务的国家产生了

较为显著的影响。

其次, 参与方国内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国际协定有效性的重要因

素。 具体而言, 参与方国内行政部门党派取向的相对变化反映了国家偏好的转变,③

而这种偏好变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国际协定的约束效果。 埃里克·诺伊迈尔

(Eric Neumayer) 指出, 西方式民主国家往往会做出更强的国际环境承诺, 包括加

入更多的国际环境协定以及在国内层面执行相应的环境政策。④ 同时, 由于气候和

环境政策通常具有显著的分配效应 ( distributive effects) , 同一政策往往会给不同产

业或群体带来差异化的成本和收益,⑤ 国际协定的内容能否在国内层面得到落实取

决于不同国内利益集团之间的势力对比。 利益受损者与受益者之间的力量博弈会在

不同情况下影响环境政策的制定和推行。⑥ 在理性行为体假说之下, 参与方会根据

行为产生的后果进行决策, 通过权衡不同选择的成本和收益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

化。 因此, 在这种后果逻辑 ( logic of consequences) 的驱动下, 如果参与某些国际

协定带来的成本大于预期收益, 那么该国可能不会采取符合协定要求的行为。⑦ 对

很多发展中国家而言, 财政资金和技术能力等资源的缺乏往往使其难以有效改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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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关键利益集团的行为。① 因此, 当调整或出台新政策的成本过高或无法有效应对

抵制势力时, 这些国家可能更倾向于维持现状。

上述争论的产生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 机制有效性这一概念主要涉及产出

(outputs)、 结果 (outcomes) 和影响 ( impacts) 三个维度, 而对三者的评估难度依

次递增。 其中, 因果效应的识别难度最大, 需要剥离其他干扰因素的影响, 尤其是

在基于观察性数据的分析中界定因果效应更加具有挑战性。 因此, 由于既有研究关

注机制有效性的维度不同, 往往会得出迥异的结论。 第二, 国际机制的有效性与国

际履约是两个有联系但不同的概念, 履约并不一定可以同有效性直接画等号。 履约

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概念, 强调国家行为是否符合协定中的法律标准和约束, 但并

不关注法律是否对国家行为产生了实质性影响。 与之对应的是, 有效性则更关心国

际协定对国家行为的影响程度。② 因此, 如果概念出发点存在差异, 那么对于国际

协定效果的判断也会出现不同。 第三, 关于国际机制有效性的分析还存在一定的内

生性问题。 一方面, 国家行为的改变可能并不是因为国际机制发挥了作用, 而是因

为国家会主动选择加入那些门槛较低的国际协定,③ 以更低的成本满足国内观众的

要求; 另一方面, 一些在国内已经实施了严格环境规制或支持开展国内环境治理的

国家可能更愿意签署国际环境协定。④ 因此, 关于参与国际协定能在多大程度上影

响国家行为存在选择性偏差或逆向因果等带来的内生性挑战。

总体而言, 虽然既有研究围绕国际协定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内政策展开了较

为丰富的讨论, 但仍存在四点不足: 第一, 既有研究主要从履约的视角来理解国际

机制有效性。 需要注意的是, 即使缺乏强制履约条款, 国际协定在特定条件下仍有

可能影响参与方的行为。 因此, 履约是国际机制有效性发挥的途径之一, 但并非唯

一途径,⑤ 仅从履约角度评估国际机制的有效性可能会低估其实际影响。 第二, 既

有研究缺少对国际协定有效性因果效应的评估。 虽然已经有研究意识到潜在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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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偏差和逆向因果风险, 但是关于国际协定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国家行为的因果效

应分析仍然较为欠缺。 第三, 既有研究对不同国际协定间的关联性关注不足, 大多

数分析集中于对单一协定有效性的考察。 然而, 国际协定不是孤立存在的, 不同协

定之间存在相互联系, 并由此构成了一个复杂网络。 因此, 国家在该网络中的嵌入

性程度可能会对其行为产生影响。① 第四, 既有研究较少将国际环境协定和国内气

候治理进程相联系, 探究加入国际环境协定对一国国内气候行动的影响。② 由于环

境与气候具有较高的议题关联性, 加入国际环境协定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家

气候政策的制定。 不同于既有研究, 本文将同时聚焦环境和气候两大议题领域, 从

“关系网络” 的视角出发, 捕捉国家在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的嵌入性程度对其国内

气候治理行动的影响。 此外, 在实证分析上, 本文还将利用基于面板数据匹配的双

重差分方法来分析国际环境协定网络的因果效应,③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缓内生性

风险对统计结果带来的影响。

三、 国际环境协定网络对国内气候行动的影响

国际环境协定包括双边协定和多边协定两种, 本文主要考虑由国际双边环境协

定构成的环境协定网络。 不同的国际环境协定往往存在共同的签署方, 各国通过签

署环境协定建立联系, 形成一个庞大的国际环境协定网络。 本文认为, 由于国家在

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不同, 网络对其国内气候治理行动产生的影响也存

在差异。④ 一国在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的嵌入性程度越深, 则越容易与其他主体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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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紧密互动, 进而改变自身行为。 这种互动不仅有助于国家获得开展国内环境治理

的信息和经验, 还能将专业知识从环境领域迁移到与之具有议题关联性的气候变化

领域, 进一步改变决策者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 推进国内气候治理行动。 因此,

国际环境协定可以通过这种网络效应对一国国内气候治理进程产生积极影响。

(一) 国际环境协定的网络效应

对国家而言, 是否在国内层面出台气候政策或立法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其对气候

变化问题重要性的认知和内部决策共识的达成。 气候政策或立法通常具有较强的分

配效应, 会对特定群体或产业利益造成损失。 例如, 能源转型的推进往往会引发来

自传统 化 石 能 源 行 业 及 工 人 的 反 对。 亚 历 山 大 · 加 兹 马 拉 里 安 ( Alexander

F. Gazmararian) 和海伦·米尔纳 (Helen V. Milner) 发现, 来自特定利益集团的反

对会对决策者的政治生存造成威胁,① 从而使出台气候政策或立法面临较高的政治

成本。 如果气候变化问题被决策者视为一种遥远且具有不确定性的威胁, 那么对于

短期政策成本的考虑会使气候行动停滞不前。② 因此, 决策者对于特定议题的理解

会影响其对自身利益以及行动范围适当性的界定。

国家开展国际环境合作并深度嵌入国际环境协定网络有利于增强政策决策者对

气候变化问题重要性的认识和理解, 提升其制定涉及复杂利益捆绑的公共政策和法

律的能力, 进而推进国内气候治理进程。 国家所处的社会环境会影响决策者的认知

框架和政策关注点。③ 随着国际环境协定数量的不断增多, 国际环境协定网络逐渐

壮大。 一些国家通过积极签订多边或双边环境协定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系, 由此产生

庞大的关系网络。④ 因此, 相较于只签订单一环境协定, 嵌入这种网络会带来与不

同国家开展互动的机会, 并在这种相互联系中实现经验、 信息和知识的流动。

具体而言, 在网络中形成的联系有助于推进国家之间的信息交流和资源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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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关联议题领域之间的知识迁移, 进而对政策决策者的观念和行为产生影响。①

从社会网络的视角来看, 网络中的节点代表具体国家, 节点之间的联系则代表是否

加入了同一环境协定或共同加入的环境协定的数量。 不同国家在国际环境协定网络

中的参与程度存在差异, 与其他国家签订共同环境协定越多的国家通常会在网络

中占据中心位置。 因此, 相较于处于网络边缘位置的成员, 嵌入程度较深的国家

更容易与其他参与者建立联系, 并拥有更丰富的社会资本以及更强的资源和信息

获取能力。②

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都属于典型的棘手问题 (wicked problems),③ 具有高度复

杂性和影响结果的不确定性。 如何识别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性并制定有效的气候政

策和立法需要依赖专业知识和经验, 而嵌入国际环境协定网络有助于国家获取特定

信息。 通过参与国际环境治理, 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不仅能提供前沿的科学信息和

实际建议, 还可以帮助国家识别关键议题并更有效地实现自身利益。④ 例如, 1997

年签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环境保护合作协定》 旨在促进

中法两国在环境保护和自然资源利用方面的合作。 该协定明确指出, 合作形式包括

“双方专家互访并对所选定的合作项目进行信息和经验等方面的交流” “交换有关环

境保护的研究、 技术、 产业、 政策及法律、 法规等方面的信息和资料” 等。⑤ 如前

所述, 由于环境与气候议题领域高度关联, 环境问题的解决可以间接支持气候目标

的实现。 环境治理领域的经验和最佳实践可以通过网络中国家间的联系进行传递,

将国际层面积累的专业知识迁移至国内层面。 因此, 在国际环境协定中嵌入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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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深的国家更有可能汲取不同国家在环境治理过程中的经验, 并将其迁移到气候治

理领域, 从而加强自身对于理解和应对气候变化等复杂挑战的能力。 基于以上讨论,

本文提出假说 1。

假说 1 (网络效应假说): 一国在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的嵌入性程度越深, 则该

国越有可能在国内层面出台气候政策或立法。

(二) 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替代效应

国家是否采取气候行动取决于国际和国内层面的一系列因素。 国际政治与国内

政治的互动进一步加剧了气候政治的复杂性, 使不同国家在气候治理进程上呈现显

著差异。 在全球治理中, 公民社会是一股强大的自下而上的治理力量。① 其中, 非

政府组织在塑造全球和国内政治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它们既可以影响国际气候谈

判, 也可以改变国家行为、 促进国内气候治理进程。② 本文认为, 一些具有专业知

识和经验的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国际环境协定的信息与资源

供给功能, 从而削弱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产生的网络效应。

环境非政府组织作为重要的利益集团之一, 可以通过提供信息换取政治参与的

机会, 从而影响一国国内政治。③ 由于环境非政府组织通常善于收集信息以及提供

处理具体问题的专业知识, 因而能够帮助政策决策者转移部分研究成本。④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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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环境非政府组织深入了解当地社会的政治经济语境并采取相应行动时, 能够更好

地推动政策进程。① 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由于长期根植本土, 对当地情况有着较为

深刻的理解, 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评估潜在决策的具体影响。 因此, 具备丰富本地

知识的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可以通过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意见而获得政

治参与渠道。

类似地, 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也具备知识和信息传递功能。 通过与不同国家签署

协定, 国家之间建立了广泛联系, 这种联系有助于国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获得关于

环境治理的经验与知识。 例如, 中国与美国、 丹麦、 挪威等国分别签订了多项双边

环境协定, 大都涉及开展专家互访和信息交换等合作内容。② 因此, 与不同国家签

署双边环境协定有利于获取他国经验, 为自身制定气候政策或立法提供有益的资源

和信息。

由于国际环境协定网络和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在提供专业知识和经验方面具有

相似功能, 这导致二者在推动国内气候治理进程中可能存在某种替代效应。 然而,

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因掌握更多的本地知识, 能够更好地适应国内政策语境。 如果

一国的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较为发达并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充足的本地知识和经验,

那么该国将会减少诉诸国际舞台寻求资源的可能性,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国际环

境协定网络嵌入性程度对该国气候治理行动的影响。

与此同时, 由于国际环境协定网络和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分别从国际和国内

两个维度为环境政策制定和治理实践提供知识支持, 其知识来源的差异也可能使

二者在促进国内气候行动方面存在互补效应。 具体而言, 国际环境协定网络通常

由多个国家和跨国组织参与, 能够汇集全球范围内不同的环境治理经验和先进技

术方案。 与之相对, 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能够将这些知识与本地需求相结合, 使

政策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它们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大量一手资料, 更加了解

国内复杂的制度语境以及环境问题的特殊性, 因此能够有效结合国际先进经验与

本地现实, 推动知识的本土化应用和政策的落地实施。 基于以上讨论, 本文提出

假说 2。

假说 2. 1 (替代效应假说) : 当一国国内的环境非政府组织较为发达时, 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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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的嵌入性程度越深, 则该国在国内层面采取气候行动的可能

性越小。

假说 2. 2 (互补效应假说) : 当一国国内的环境非政府组织较不发达时, 其在

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的嵌入性程度越深, 则该国在国内层面采取气候行动的可能

性越大。

综上, 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达程度可能对国际环境协定的网络效应产生

“有条件的影响”, 具有丰富专业知识和本地经验的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一定程度上

能够替代或补充国际环境协定为国内政策制定提供资源的功能。

四、 研究设计

(一) 数据与因变量

本文创建了 190 个国家 1990—2021 年的面板数据, 分析单位为 “国家—年

(country-year)”。 本文的核心因变量为 “国内气候治理行动”, 测量一国在当年颁布

的与气候变化相关的政策和立法的总量。 这些政策和立法文件的内容均与气候变化

减缓、 适应、 损失和损害或灾害风险管理中的一个或多个维度相关。① 因变量的相

关数据来自世界气候变化法律数据库 ( CCLW)。② 该数据库由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格

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和全球立法者组织联合创建, 是目前关于国家层面气

候行动较为全面的数据库, 覆盖全球 193 个国家和地区, 所有数据都基于政府网站

和议会记录等官方来源并保持实时更新, 这为研究跨国层面的气候行动提供了可靠

信息。 如图 1 所示, 自 1990 年起, 各国在国家层面出台的气候政策或立法数量整体

呈持续上升趋势。 这一增长趋势在 2005 年后明显加快, 显示出国际社会在应对气候

变化方面的立法和政策力度不断加强。

本文还将因变量进一步细分为 “国内气候法律行动” 和 “国内气候政策行动”

两类, 分别测量一国在某一年由立法机构批准和颁布的气候法律数量以及由行政决

策机构批准和颁布的气候政策数量。 这些文件由立法机关和行政决策机构分别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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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颁布, 具有完全的法律效力。 通过对因变量进行更为细致的测量分类, 本文将进

一步展示一国国内气候行动的异质性。

图 1　 各国历年国家层面气候政策和立法数量总和 (1990—2021 年)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二) 自变量

基于假说 1,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一国在 “全球环境协定网络中的嵌入性程

度”。 这一变量测量了国家在国际双边环境协定网络中的参与程度。 由于国家通常

不会只加入一个国际环境协定, 创建国际环境协定网络可以更好地从关系网络的视

角捕捉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网络中的嵌入性程度。 国家通过加入不同的国际双边环

境协定, 与参与其中的其他国家间接产生关联, 进而形成一个签署国网络 ( network

of signatories)。 本文重点关注国际双边环境协定而非多边协定构成的全球环境协定

参与者网络, 主要基于两点考虑: 其一, 国际多边环境协定的数量少于国际双边环

境协定, 后者在全球环境治理中占据重要地位。 其二, 从方法上看, 由于多边协定

的签署方众多, 可能导致每个网络节点都与其他节点相连, 这就降低了网络节点间

的差异性, 导致无法开展有效的社会网络分析。

图 2 展示了 1992 年和 2021 年两个时间节点国际双边环境协定网络的形态, 直

观呈现了全球环境协定签署国网络随时间演变的趋势。 在过去 30 年中, 国际双边环

境协定网络显著扩展, 逐渐成为一个具有高度连通性的全球性网络。 这反映了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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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 而双边协定也成为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

保护问题的重要方式。 具体而言, 1992—2021 年, 图 2 中节点之间的连线数量显著

增加, 至 2021 年整个网络已呈现高密度的连接状态, 这表明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了

双边环境协定, 进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参与者网络。 此外, 网络的中心国家也在不

断变化。 1992 年, 只有少数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签订了双边协定, 如美国、 加拿大

和德国等国处于网络的核心位置; 而到 2021 年, 巴西和阿根廷等更多新兴经济体和

发展中国家也成为网络中的活跃成员, 并与多个国家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图 2　 国际双边环境协定网络示例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为保留清晰度与可读性, 未对网络节点之间的 “边” 进行加权处理, 而是仅仅表示国

家之间是否存在共同加入的双边环境协定。 图中国家代码为国际标准化组织 ( ISO) 编订的国家

和地区 三 位 字 母 代 码 ( ISO 3166 - 1 标 准 ), 具 体 名 单 参 见 https: / / www. iso. org / obp / ui /
#search / code / 。

国家在网络中占据的位置可以为其带来不同的资源。 如果一国占据了网络的中

心位置, 那么意味着该国可以更好地同其他国家建立联系并获取所需的信息或知识

等社会资源,① 从而更有能力改变自身的环境或气候治理表现。 因此, 本文创建年

度层次上的国际双边环境协定网络, 并通过测量 “国家在全球环境协定网络中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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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度” 来检验假说 1。 这一变量反映了单个协定签署国在网络中拥有的权力、 影响

力及威信。① 本文主要关注国家在网络中的 “度数中心度 ( degree centrality)”, 该

变量表示某个节点与其他节点直接相连的数量总和。 此外, 本文还在稳健性检验中

使用 “中介中心度 ( betweenness centrality)” 作为替代自变量。 该变量表示, 如果

个体可以从一个节点更为快速地走到所有其他节点, 那么这个节点就是更为中心的

节点, 能够在网络中更快地传播信息或资源, 测量方式为计算一个节点到网络中所

有其他节点平均距离的倒数。 这两个变量均反映了特定国家在全球环境治理网络中

的位置特征, 并在后续实证分析中取其自然对数形式。 自变量的相关数据来自国际

环境协定数据库 ( IEADB),② 该数据库的数据来源超过 40 种, 提供了目前关于国

际环境协定较为全面和可靠的数据。

为进一步检验假说 2, 本文利用韦斯利·朗霍夫 (Wesley Longhofer) 与法拉

杰·科利耶夫 (Faradj Koliev) 等收集的数据集测量一国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展

程度。③ 有关各国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数量的原始数据来自盖尔公司 (Gale Group)

的学会组织名录数据库 (Associations Unlimited), 其中包括全球各个领域近 50 万个

非营利组织成员的信息。 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筛选主要基于关键词识别, 筛选出

以环境保护为核心工作的组织, 并排除那些属于国际非政府组织分支机构的组织。

因此, 本文将 “国内环境 NGOs 的密度” 与 “国家在全球环境协定网络中的中心

度” 这两个变量的交互项作为检验假说 2 的核心变量。

(三) 控制变量

本文还控制了一系列可能同时影响自变量 (国家在国际双边环境协定网络嵌入

性) 和因变量 (国内气候立法或政策出台数量) 的其他混淆变量 ( confounding vari-

ables)。 由于本文的分析单位为 “国家—年”, 控制变量主要关注国家层面其他政治

经济因素的影响。

第一, 本文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的影响。 既有研究表明,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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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经济实力越强, 越有可能更好地执行国际协定和采取国内规制。① 根据环境库兹涅

茨曲线 (EKC), 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 国家会更注重环境监管, 并有能力投入更多资

源来保护环境。 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国内气候立法和政策的出台。 同时, 人口规模越大

的国家往往面临更大的资源压力, 这种压力可能会促使其调整气候和环境政策以应对

挑战。 这两个变量的数据均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 (WDI) 中的 “国家人口总数” 和

“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② 并对其取自然对数, 以避免分布的偏斜性。

第二, 本文考虑了国家政体类型和政治制度的影响。 一方面, 相较于其他国家而

言, 西方式民主国家通常会做出积极的气候承诺并加入更多的国际环境与气候协定。③

本文选取 “民主多样性项目 (V-DEM)” 数据库④中的 “选举特征 (v2x_ polyarchy)”

这一变量来测量 “国家政体”。 另一方面, 本文也考虑了国家政策制定的制度环境,

即控制一国国内政策否决者的力量。 一国国内否决者的数量越多, 则越有可能阻碍国

内或国际层面的环境与气候行动。⑤ 本文采用 “民主多样性项目” 中的 “政府首脑

否决权 (v2exdfvthg)” 这一变量来衡量政府首脑在实践中否决立法的能力。

第三, 本文考虑了国家二氧化碳排放水平的影响。 二氧化碳排放水平越高的国

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承担着更重的负担,⑥ 因此具有更强的紧迫性采取国际或国

内层面的治理行动。 本文采用 “人均二氧化碳排放总量” 进行测量, 相关数据来自

全球碳预算 (GCB) 数据库,⑦ 并对其取自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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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tical Studies, Vol. 47, No. 1, 2014, pp. 55-84; David I. Stern, Michael S. Common and Edward B. Barbier, “Eco-
nomic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 24, No. 7, 1996, pp. 1151-1160.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https: / / datatopics. worldbank. org / 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 .
Michèle B. Bättig and Thomas Bernauer, “ 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Global Public Goods: Are Democracies

More Cooperative in Climate Change Polic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63, No. 2, 2009, pp. 281 - 308; Eric
Neumayer, “Do Democracies Exhibit Stronger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Commitment? A Cross - Country Analysis,”
pp. 139-164; Jana von Stein,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Ratific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and the Kyoto Protocol,”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 52, No. 2, 2008, pp. 243-268.

Daniel Pemstein, et al. , “ The V-Dem Measurement Model: Latent Variable Analysis for Cross-National and
Cross-Temporal Expert-Coded Data,” https: / / papers. ssrn. com / sol3 / papers. cfm? abstract_ id = 3595962.

Jana von Stein, “ The International Law and Politics of Climate Change: Ratific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and the Kyoto Protocol,” pp. 243-268.

Edward A. Page, “ Distributing the Burdens of Climate Change,”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 17, N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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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本文控制了国际非政府组织监督力量的影响。 本文采用 “国际非政府组

织点名批评事件数量” 这一变量反映国际非政府组织每年对目标国家在气候变化方

面进行公开点名批评的事件总数。 非政府组织通常可以汇集不同的利益攸关方, 并

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 它们不仅可以将各国的气候或环境治理表现公之于众,

还可以调动资源、 形成联盟, 以此向主权国家施压, 促使其实行政策改革。① 例如,

非政府组织常采用 “点名批评” 的策略,② 对表现出色者予以肯定, 而对表现不佳

者予以批评。③ 由于非政府组织的负面宣传会带来巨大的声誉成本, 国家可能会在

强大的社会监督压力下选择参与国际环境协定或采取国内气候行动。 该变量的相关

数据来自科利耶夫等创建的指标, 其主要基于多种媒体来源, 并通过自然语言处理

方法进行处理和生成。④

第五, 本文同时控制了国家化石燃料依赖水平的影响。 如果一个国家对于化石

燃料的依赖水平过高, 那么可能在采取国内或国际层面的气候和环境治理行动时会

面临较大阻力。 该变量的相关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展指标中的 “燃料在一国商品进

口总额中所占比例”,⑤ 其中燃料是指国际贸易标准分类 ( SITC) 中的第三类商品,

包括矿物燃料、 润滑剂和其他相关材料, 覆盖了主要的化石燃料。

第六, 本文还控制了国家贸易开放水平的影响。 贸易自由化可能促使发展中国

家制定更为严格的环境法规,⑥ 随着国家间经济联系的日益紧密, 许多国家也会在

贸易协定中纳入环境条款以应对跨境环境问题。 本文采用世界银行发展指标中的

“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来衡量一国的贸易开放水平。 在实证分析部分,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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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所有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均滞后一年, 以避免同时性偏差 ( simultaneity bias)。 针对

部分缺失数据, 本文利用贝叶斯模型对数据进行多重插补 ( imputation), 处理缺失

值的问题。① 该方法通过对每个变量的后验分布计算均值, 减少了插补过程中的随

机误差。②

(四) 统计模型

鉴于本文的因变量为离散型计数变量且存在较多零值, 笔者采用零膨胀负二项

回归作为主要统计分析模型, 并在国家层面上聚类标准误差, 以应对由于同一国家

在不同年份观测值相互依赖而导致的异方差问题。 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包含两个

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零膨胀阶段 ( zero stage), 用于估计观测值为零的概率 (即国

家不制定任何气候立法或政策); 第二个阶段为计数阶段 ( count stage), 即在出现

较多零值的情况下, 对非零观测值的分布进行统计建模估计。

采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能够较好地适应本研究的数据结构特征, 分别捕捉两个

阶段的潜在影响。 具体而言, 在零膨胀阶段, 模型主要解释 “国家未采取任何气候

治理行动” (即核心因变量气候政策或立法数量为 0) 这一结果; 在计数阶段, 模型

则解释 “国家采取气候治理行动的积极程度 (即核心因变量气候政策或立法数量大

于 0)” 这一结果。 因此, 若自变量在零膨胀阶段的回归系数为负数且显著, 则表明

随着该变量取值增加, 该国越不太可能不采取任何气候治理行动; 类似地, 若自变

量在计数阶段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且显著, 则表明随着该变量取值增加, 该国越有可

能采取更多的气候治理行动。

五、 实证结果与讨论

本文的假说 1 预期,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一国在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的

嵌入性程度越深, 则越有可能采取积极的国内气候治理行动。 假说 2 则预期, 相较

于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较不发达的国家, 在本国环境非政府组织较为发达的情况下,

国际环境协定网络嵌入性程度对其气候治理行动的影响则会越弱 (替代效应假说)

或越强 (互补效应假说)。 表 1 基于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展示了零膨胀阶段和计

数阶段的结果。

·251·

　 国际环境协定的网络效应与国内气候治理行动
■■■■■■■■■■■■■■■■■■■■■■■■■■■■■■■■■■■■■■■■

①

②

Florian M. Hollenbach, et al. , “Multiple Imputation Using Gaussian Copulas,” Sociological Methods and Re-
search, Vol. 50, No. 3, 2021, pp. 1259-1283.

囿于篇幅, 本文未在正文部分展示插补后的变量描述性统计, 如有需要可联系笔者获取。



　 2025 年第 4 期

(一) 国际环境协定的网络效应

表 1 中的模型 1 展示了对假说 1 的统计检验结果。 首先, 模型 1 两个阶段的自

变量均为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创建的度数中心度。 在模型 1 的零膨胀阶段中, 核心自

变量的回归系数在 99%的置信区间显著且回归系数为负。 这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

情况下, 如果一个国家在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 那么其越不可能不采

取任何气候治理行动。 在模型 1 的计数阶段中, 度数中心度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且在

99%的置信区间显著。 由于计数阶段的因变量为一国制定的气候立法和政策数量总

和, 这表明国家在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的嵌入性程度越深, 越有可能出台更多的气

候政策和法律。 模型 1 的回归结果为假说 1 提供了直接支持。

表 1　 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结果

解释变量

检验假说 1 检验假说 2

模型 1
零膨胀阶段

模型 1
计数阶段

模型 2
零膨胀阶段

模型 2
计数阶段

度数中心度 (对数, 滞后一年)
-0. 517

(0. 128) ∗∗∗

0. 146
(0. 056) ∗∗∗

-0. 459
(0. 206) ∗∗

0. 246
0. 071) ∗∗∗

国内环境 NGOs 密度 (滞后一年)
0. 354

(0. 471)
-0. 388

(0. 230) ∗

0. 591
(0. 627)

0. 087
(0. 265)

人均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总 量 ( 对 数,
滞后一年)

1. 635
(0. 236) ∗∗∗

-0. 521
(0. 117) ∗∗∗

1. 633
(0. 234) ∗∗∗

-0. 517
(0. 113) ∗∗∗

国家政体 (滞后一年)
1. 264
1. 076)

0. 477
(0. 413)

1. 443
(1. 141)

0. 462
(0. 419)

国家 人 均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 对 数,
滞后一年)

-1. 146
(0. 167) ∗∗∗

0. 326
(0. 080) ∗∗∗

-1. 164
(0. 169) ∗∗∗

0. 315
(0. 077) ∗∗∗

国家人口总数 (对数, 滞后一年)
-0. 166
(0. 133)

0. 160
(0. 040) ∗∗∗

-0. 182
(0. 141)

0. 132
(0. 043) ∗∗∗

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 (滞

后一年)
-0. 012
(0. 015)

0. 002
(0. 002)

-0. 011
(0. 015)

0. 002
(0. 002)

化石燃料在一国商品进口总额中所

占比例 (滞后一年)
-0. 087

(0. 020) ∗∗∗

0. 002
(0. 007)

-0. 091
(0. 021) ∗∗∗

0. 002
(0. 006)

政府首脑否决权大小 (滞后一年)
-0. 243
(0. 149)

-0. 078
(0. 056)

-0. 236
(0. 149)

-0. 069
(0. 054)

国际非政府组织点名批评事件数量

(对数, 滞后一年)
-0. 076
(0. 093)

0. 162
(0. 041) ∗∗∗

-0. 041
(0. 094)

0. 190
(0. 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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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解释变量

检验假说 1 检验假说 2

模型 1
零膨胀阶段

模型 1
计数阶段

模型 2
零膨胀阶段

模型 2
计数阶段

交互项: 度数中心度 (对数 ) 国

内环境 NGOs 发展程度

-0. 096
(0. 261)

-0. 189
(0. 075) ∗∗

常数项
11. 067

(3. 628) ∗∗∗

-5. 502
(0. 876) ∗∗∗

11. 151
(3. 755) ∗∗∗

-5. 178
(0. 899) ∗∗∗

lnalpha
-0. 311

(0. 175) ∗

-0. 314
(0. 167) ∗

样本量 5097 5097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p<0. 1, ∗∗p<0. 05, ∗∗∗p<0. 01; 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差。

为了更好地展示国家在全球环境协定网络中嵌入性程度的实质性效应 ( substan-

tive effect) , 图 3 根据表 1 中模型 1 的零膨胀负二项回归结果计算了国际环境协定网

络中心度的预测效应。 如图 3 所示,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其他变量取其均

值), 随着一国在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的嵌入性程度不断加深, 模型预测该国新增

的气候政策或法律数量将呈现明显上升趋势。 当一国的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心度的

对数为 0 时, 模型 1 预测该国新增的气候政策或法律数量平均不足 0. 5 项; 但当中

心度的对数上升到 6 时, 模型 1 预测该国新增的气候政策或法律数量将增加 3 倍,

平均达到 1. 5 项。 因此, 模型 1 和图 3 的分析结果都与本文假说 1 的理论预期一致。

模型 1 从国际环境协定网络嵌入性程度这一国际视角出发, 为理解国内气候治

理行动的差异性提供了一种解释。 加拿大在气候治理领域的行动可以进一步说明模

型 1 的核心发现。 加拿大不仅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协定, 近年来也在国内层面推进气

候治理进程, 出台各类气候政策或法律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包括 《2030 年减排计

划》 以及修订 1999 年 《加拿大环境保护法》 等。 近 30 年来, 加拿大签署了超过

1200 项双边环境协定。 与世界各国开展环境治理合作为加拿大实行国内气候治理行

动提供了动力。 其中, 加拿大和美国在 1991 年签订的 《加拿大—美国空气质量协

定》 对之后推动 1999 年 《加拿大环境保护法》 《2030 年减排计划》 的出台均产生

了深远影响。

首先, 实现 《加拿大—美国空气质量协定》 设定的治理目标需要国内立法做出

相应改变, 而 1999 年 《加拿大环境保护法》 契合了协定中的多项承诺, 成为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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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心度 (对数) 的预测效应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实施的重要国内法律工具。 《加拿大—美国空气质量协定》 明确了需要减少二氧化

硫和氮氧化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的治理目标, 这对 1999 年 《加拿大环境保护法》

中具体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影响。 例如, 在环境法的授权下, 国家污染物排放清单

(NPRI) 强制要求符合条件的设施报告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等污染物的排放数据。①

因此, 加拿大政府通过执行 1999 年 《加拿大环境保护法》 和 2019 年 《影响评估

法》 履行其在 《加拿大—美国空气质量协定》 中关于防止空气质量下降和维护能见

度的责任。②

其次, 在 《加拿大—美国空气质量协定》 的框架下, 美国和加拿大也在减少交

通领域碳排放方面开展长期合作, 这为加拿大实现 《2030 年减排计划》 中加速推广

零排放车辆的目标奠定了重要基础。 该计划是加拿大近年来在气候变化领域出台的

重要政策之一, 明确提出到 2035 年实现 100%新售乘用车为零排放车辆的重要目标。

根据 《2020—2022 年空气质量协定进展报告》,③ 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致力于通过减少

道路车辆与发动机等移动源的排放来降低空气污染水平, 并在车辆和发动机排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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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climate-change / services / air-pollution / issues / transboundary / canada-united-states-air-quality-agreement-
overview / report-2020-2022. html.



准方面保持一致性。 加拿大通过引入与美国环保署最新 Tier 3 排放标准一致的车辆

排放法规以及其他支持零排放车辆技术发展的措施, 为其实现 《2030 年减排计划》

中设定的零排放车辆目标提供了有力支持。 因此, 以加拿大为例, 可以看出其与美

国共同加入国际环境协定推动了本国气候治理进程, 这进一步为本文的假说 1 提供

了现实的案例说明。

(二) 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替代效应

假说 2 关注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发达程度是否会对国际环境协定的网络效应施

加 “有条件的影响”。 在表 1 中, 模型 2 利用国际环境协定网络度数中心度 (对数)

与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发展程度的交互项对假说 2 进行检验。 根据模型 2 计数阶段

的结果, 本文发现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负数且在 95%的置信区间显著, 这表明国内

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达程度可以调节国际环境协定网络嵌入性对一国开展国内气候

治理行动的影响效果。

为更好地展示这一 “有条件的影响”, 本文根据表 1 中模型 2 的结果分别绘制

了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心度与一国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密度的平均边际效应图。 根

据图 4a, 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心度的边际效应随着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密度的增加

而递减。 当一国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密度较低 (低于 1. 5) 时, 国际环境协定网络

中心度对国家气候治理行动的边际效应为正数 (即嵌入性程度较深的国家会比嵌入

性程度较浅的国家制定更多的气候立法或政策)。 然而, 随着该国国内环境非政府

组织密度的增加 (大于 1. 5), 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心度的边际效应在 95%的置信区

间变得不再显著, 平均边际效应趋于零和负数。 这表明, 当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

密度增大时, 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心度的影响逐渐式微。 与此相对应, 图 4b 展示了

国际环境非政府组织密度的平均边际效应变化。 随着一国在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的

中心度对数取值从 0 逐渐增加到 6, 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对国家气候治理行动的边

际效应也呈现递减趋势, 并在 95%的置信区间变得愈加显著 (当中心度度数大于

2. 5 时)。

表 1 中模型 2 和图 4 的结果表明, 相较于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发达程度较低的

国家, 一国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达程度越高, 则国际环境协定网络嵌入性程度

对该国气候治理行动的影响越弱。 这进一步揭示了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与签署国际

环境协定在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专业知识方面存在替代效应 (假说 2. 1) 而非互补效

应 (假说 2. 2)。 气候变化问题的复杂性和影响结果的不确定性使得制定气候政策或

法律往往需要借助专业知识和经验, 而本土环境非政府组织由于更熟悉当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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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国际环境协定网络嵌入度与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密度的交互效应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能够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具有针对性的信息。 因此, 国际环境协定的网络效应在国内

环境非政府组织密度较低的国家中具有更大的边际影响力。 这是因为这些国家可能

缺乏内部推动力量, 而国际环境协定网络能够为其提供制定气候政策或法律所需的

外部资源。 随着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密度的增加, 政策制定者可以更多地从本土获

取资源, 进而导致国际环境协定网络的重要性相对减弱。 这一发现与假说 2. 1 的理

论预期一致。

以爱尔兰为例, 虽然该国在欧盟框架下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签订了一些环境协定,

但本土环境非政府组织对该国制定气候和环境政策产生了更为明显的影响。 一方面,

爱尔兰积极参与国际环境治理活动, 如在 2013 年加入了气候与清洁空气联盟

(CCAC), 这些国际实践对该国的国内气候立法产生了一定影响。 爱尔兰于 2021 年

颁布了 《气候行动和低碳发展 (修订) 法案》, 包括 “承诺最迟在 2050 年前实现向

具有气候适应能力、 生物多样性丰富、 环境可持续和气候中和的经济体转型” 等内

容。① 但由于爱尔兰是欧盟成员国, 其通常不单独与其他国家签署双边环境协定,

因此, 参与国际环境协定对爱尔兰国内气候治理行动的影响相对有限。

另一方面, 爱尔兰的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比较发达, 对本国的气候和环境政策

制定具有较大影响力。 例如, 爱尔兰环境网络 ( IEN)② 成立于 2002 年, 是一个汇

集了众多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平台。 爱尔兰环境网络设立了 “环境支柱 (Environmen-

tal Pillar) ”, 通过游说等方式影响爱尔兰本国以及欧盟层面的环境政策制定。 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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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h Environmental Network, “Who We Are,” https: / / ien. ie / about / .



爱尔兰环境网络也会通过提供资金等方式助力其成员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向政府提供

专业知识和建议。 爱尔兰政府十分重视本国环境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并与爱尔兰环

境网络成员开展广泛合作。 例如, 爱尔兰环境、 社区与地方政府部在 2021 年为爱尔

兰环境网络及其成员提供了 176. 4 万欧元的资助, 较 2020 年增加了 70. 4 万欧元。①

因此, 相较于参与国际环境协定, 本土环境非政府组织对爱尔兰气候和环境政策的

制定展现出了更为持久的影响力。

(三) 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讨论

为考察表 1 的结果是否稳健, 本文通过使用替代回归模型、 更换核心自变量和

因变量以及增加控制变量等策略来检验主模型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为更清晰地反映

稳健性检验的结果, 图 5 汇总了不同稳健性检验方法的回归结果, 并以回归系数图

的形式呈现核心自变量的估计结果 (其余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省略)。 图 5a 涉及假

说 1, 自变量为度数中心度 (对数), 包含 7 个不同模型估计的结果; 图 5b 则与假

说 2 相关, 自变量为度数中心度 (对数) 与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发展程度的交互

项, 同样包含 7 个不同模型的估计结果。

第一, 本文采取了不同方法应对潜在的内生性问题。 首先, 将因变量滞后项作

为控制变量加入零膨胀负二项回归模型。 国家采取气候治理行动的程度往往受该国

在过去年份行动水平的影响,② 国内既有气候治理水平越高的国家, 越倾向于参与国

际气候行动、 加入更多的国际协定。 同时, 国内气候治理行动作为因变量可能会反向

影响自变量。 在国内积极出台气候政策或法律的国家通常也在国际舞台更加活跃, 推

动并参与更多国际环境协定的谈判与签署, 这种互动关系一定程度上会导致逆向因果

的问题。 因此, 本文将因变量的滞后项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用于稳健性检验, 即控

制一国在 t-1 年通过的国家层面气候法律和政策数量总和,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控制

既有国内气候政策和立法水平的影响, 减缓逆向因果的风险。 如图 5a 和图 5b 中 “加入

因变量滞后项” 的结果所示, 其回归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均与表 1 中的结果一致。

由于加入因变量的滞后项并不能完全排除内生性因素的影响, 本文还采取了基

于面板数据的匹配方法③以及双变量 probit 模型 (bivariate probit model) 这一选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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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基于替换回归模型和自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汇总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注: 图中仅展示核心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和置信区间, 其余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则省略。 图 5a

和图 5b 展示了核心自变量的回归系数及其 90%的置信区间, 结果远离 x = 0 这条垂直虚线表明核

心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在统计上显著且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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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模型, 进一步减缓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 一方面, 本文针对每一个国家度数中

心度 (对数) 取值大于 2 的干预观测值, 匹配出在特定时间跨度内 (设定为五年)

具有相同干预历史的对照观测值。 通过这种方式, 具有相同处理历史的对照观测值

被构建为一个匹配集。 在此基础上, 本文进一步利用马氏距离匹配 (Mahalanobis

distance) 对匹配集进行优化, 以提升协变量间的平衡性, 从而更好地满足平行趋势

假设, 使匹配集在其他协变量上与干预组观测值更为相似。

在上述匹配数据的基础上, 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法的估计方法来控制不可观测的

时间趋势, 以估计国际环境协定网络嵌入性程度对一国国内气候治理进程带来的短

期和长期的平均干预效应 (average treatment effects) 。 图 6a 展示了国际环境协定网

络嵌入性程度的估计平均干预效应, 在国家度数中心度 (对数) 取值大于 2 的第

四年和第五年之后, 国际环境协定网络嵌入性程度对国家气候治理进程的估计平

均干预效应为正数且在统计上显著。 这表明, 当国家在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的嵌

入性程度越深时, 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有可能对一国国内气候治理行动带来长期

的正向影响。

本文还采用双变量 probit 模型应对可能的选择性偏差。 为更好地适应这一选择

效应模型的要求, 本文对因变量进行了重新编码, 将其转化为哑变量。 在第一阶段

中, 本文创建了一国是否参与国际环境协定这一哑变量, 即当国家度数中心度 (对

数) 取值大于 0 时, 赋值为 1, 否则为 0; 第二阶段的因变量则为一国出台的气候立

法和政策数量总和。 在双变量 Probit 模型中, 最大似然估计考虑了两个阶段方程之

间的联合概率分布, 允许误差项之间具有相关性。 该方法通过构建联合概率分布函

数, 将第一阶段关于国家是否参与国际环境协定的决定与第二阶段关于气候立法和

政策数量的结果相结合。 图 5a 和图 5b 中的回归结果依然与表 1 保持一致。

第二, 本文使用中介中心度作为替代自变量。 中介中心度是测量一国在国际环

境协定网络中嵌入性程度的另一种方式, 反映一个节点在全局网络中充当其他节点

之间 “桥梁” 的程度。 如果一国处于高中介中心度的节点, 那么该国通常在网络中

起到 “信息枢纽” 的作用, 能够更加容易获取信息与资源。 同样基于零膨胀负二项

回归模型, 在计数阶段, 核心自变量中介中心度 (对数) 及其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均

显著, 且方向与表 1 保持一致, 这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两个核心假说。

第三, 本文采用了不同的替代模型。 一方面, 将主模型更换为普通负二项回归

(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本文发现核心自变量度数中心度 (对数) 的回归系数

为正数且显著。 这表明, 一国在国际环境协定中的嵌入程度越深, 越有可能出台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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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基于面板数据的匹配方法与替换因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汇总

资料来源: 笔者自制。

多的国内气候政策或立法。 关于交互效应, 本文发现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负数且显

著, 上述结果为假说 2 提供了支持。 另一方面, 本文还在零膨胀负二项回归和普通

负二项回归中分别加入了关于年份的固定效应。 如图 5 所示, 在两个模型中, 度数

中心度 (对数) 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且显著, 而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为负数且显著。 上

述结论仍然与本文的理论预期保持一致。

第四, 本文进一步控制了国家气候脆弱性的影响。 由于不同国家在气候风险中

的暴露程度不同, 这种气候脆弱性会影响政策决策者对气候议题重要性的认知。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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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一国面临的气候脆弱性程度会影响其相关环境或气候行动的实施。① 关于气候

脆弱性的数据来自圣母大学全球适应倡议 (ND-GAIN)。② 基于零膨胀负二项回归,

本文发现度数中心度 (对数) 这一核心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数且显著, 而交互项

的回归系数同样为负数且显著。 这进一步为本文的两个核心假说提供了支持。

第五, 本文还考虑了国家气候治理行动的异质性, 将因变量细分为一国在气候

政策和气候立法方面采取行动的积极程度。 本文重点关注自变量度数中心度 (对

数) 以及交互项在计数阶段的回归结果, 结果如图 6b 所示。 本文发现, 一国在国

际环境协定网络中的嵌入性程度越深, 则越有可能出台更多的气候政策或气候法律。

关于交互效应, 本文仅发现度数中心度 (对数) 与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发展程度的

交互项对一国出台气候政策的积极性产生显著负向影响, 但并未在气候法律维度发

现相似的结果。

综上所述, 在充分考虑内生性问题、 使用替代模型、 替换核心自变量和因变量

以及增加控制变量等多种策略之后, 本文的分析结果依然成立且稳健, 与两个研究

假说的理论预期基本保持一致。 这表明国家环境协定的网络效应能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一国国内的气候治理进程, 同时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达程度会对上述过程施

加 “有条件的影响”。

六、 结论

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加入国际环境协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一国国内的气候治理进

程。 基于 1990—2021 年的跨国面板数据集和零膨胀负二项回归, 本文发现国际环境

协定网络嵌入性程度较深的国家有可能出台更多的国内气候政策或立法。 当一国在

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的嵌入性程度较深时, 可以从与其他国家的相互联系中获取资

源和信息, 进而影响政策制定者对气候议题显著性的认知, 提升该国开展国内气候

治理的能力。 此外, 一国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达程度会对国际环境协定的网络

效应施加 “有条件的影响”。 相较于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发达程度较低的国家, 一

国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的发达程度越高, 则国际环境协定网络嵌入性程度对该国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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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治理行动的影响越弱。 由于国内环境非政府组织更熟悉当地情况, 能够为政策制

定者提供具有针对性的知识和经验, 其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为政

策制定者提供专业知识和经验的功能。

本文的研究结果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在理论意义方面, 第一, 本文基

于社会网络分析, 从 “关系视角” 揭示了国际环境协定签署对国内气候行动的影

响。 不同于既有研究关注单一或特定国际环境协定的有效性,① 本文认为由于单一

国家可能与不同国家签署多个协定, 共同签署方的存在使得国际环境协定不再孤立

存在, 国际环境协定之间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 国家之间由此建立了联系。 因此,

本文基于这一网络分析视角, 论证了国家在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的嵌入性程度会对

其国内气候行动产生一定影响。 第二, 本文关注国家在国际环境协定网络中的嵌入

性程度如何影响国内气候治理行动, 进一步丰富了关于国际机制有效性发挥的具体

路径。 本文认为, 积极与其他国家签订国际环境协定有助于形成国家间的 “纽带”,

这种相互联系能够带来信息、 经验与知识的流动, 国家可以从国际层面获取更多的

资源以指引国内气候治理进程。 未来的研究还可以进一步关注国家嵌入多边环境协

定网络是否会产生类似的影响, 并结合具体案例, 深入挖掘除经验和知识迁移之外

的其他潜在作用机制。

在现实意义方面, 第一, 强化国际环境协定的参与有助于加快一国国内气候治

理行动。 鉴于环境和气候变化领域之间存在较强的议题关联性, 国家在环境治理方

面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可以迁移至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 这有助于增强政策决策者

开展气候行动的信心和能力, 进而影响其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知, 提升国家的气候

治理能力。 第二, 本文的结论也有助于为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供参考。

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同时也是最积极参与国际环境协定的国家之一, 中国

已经初步具备了引领全球气候治理的能力。② 未来中国如何在结合本国实际的基础

上从国际层面吸收借鉴治理经验以增强自身应对气候变化这一复杂挑战的能力, 仍

值得深入探讨。

(截稿: 2025 年 3 月 　 责任编辑: 主父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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